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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任何思想传统都含有自身独特的术语系统，分属东西方思想体系的术语有各自的历史和影响力，并非自足

的意义载体集合，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化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概念词汇密切相关的概念体系，通过彼此间的关系而获得

意义。Logic 是中国近代西方逻辑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必然要面临的一个基本术语，本文通过对该术语翻译与接受的历史

描述，力图揭示中西文化接触中译者主体和社会历史语境对翻译选择的影响。逻辑学在东传的过程中，不断地附加着理

解和接受的成分，对逻辑学的认知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本土意识映衬下完成的。逻辑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特有的欧洲形

态的传播和扩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非西方传统企盼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其建构

程序上附载着厚重的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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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and Its Ｒecep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Gao Sheng-bing

(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s Logic traveling to the East，it accumulates extra interpretation and additional meaning as well． Our cognition of Logic as
a school of thought is the projection of our own culture． On the brief historical scanning of Logic and its Chinese kinship，this pa-
per promulgates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reformation reflected from the term transl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quite diffe-
rent understandings of Logic in China ever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e from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proper． The re-
ception of Logic is a conversation mixed with compromise between the Chinese social context and the Wester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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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发展至今仍生命力旺

盛，这与容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有关。佛学东渐、西方

科技的输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为中华民族文化注

入新鲜血液，使我国得以跻身当今世界强国之林。移译

与融化西学体现出中华民族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

为中国文化输入新的精华。
中西方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迥异造成双方学术术语

系统交换繁复困难的局面。某一具体西方学术术语在中

国语境中的翻译往往差别极大，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翻

译学人的不懈努力，基本学术术语翻译已经较为统一。
这些译名众里挑一的过程显现出前人为中国争取思想自

由、增加精神财富、解除外加桎梏和内化外来文化的努

力。Logic是中国近代西方逻辑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必然要

面临的一个基本英文词汇，它的翻译情况可以反映出中

西文化接触中译者主体和社会历史语境对翻译选择的影

响，揭示出文化交融中的深层机制。

2 传教士与 Logic 在中国: 权力操纵
明朝万历年间，利马窦等人肩负着罗马教廷宗教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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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特殊使命来到中国，带来远比宗教宽泛的欧洲文化。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成为

“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李 约 瑟 1975:

698) 。这种接触和交流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几何原

本》和《名理探》的翻译。作为早期西学输入史上的代表

性事件，这两本书的翻译使得一种全新的信息———西方

演绎思想在中国的知识界首次获得传播，使当时的中国

思想界看到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严格意义上说，《几何

原本》和《名理探》并不是对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原著

的翻译，而是对原文的改写或节选。
《几何原本》只是原著的前 6 卷，而占书中绝大部分

的后 9 卷并未涉及①。至于徐光启为何没有继续翻译下

去，近年来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有人认为当时环境发生

改变，西方传教士不能再随意向国人传授西方科技，而且

同徐光启交往的西方传教士并不谙熟《几何原本》。这两

个方面综合起来使徐光启失去继续翻译的机会和信心。
实际上，徐光启对《几何原本》非常推崇，认为学习此书可

以使人“心思细密”。他在译本卷首写道:“人具上资而意

理疏莽，即上资无用; 人具中材而心思缜密，即中材有用;

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

是或其所由之道也”。徐光启“意方锐，欲竟之”，要把 15
卷全部译出。利玛窦却不同意，说: “止，请先传此，使同

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 利玛窦 1921:

58) 。
《名理探》依据 1606 年科英布拉大学出版的《亚里士

多德全称辩证法讲义》翻译而成，主要讲述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学，即以“三段论”为核心的形式逻辑学。前两部分

相当于原书的上编，是研究概念、判断等预备知识。第一

部分讲“五公论”，为“宗”( 类) 、“类”( 种) 、“殊”( 种

差) 、“独”( 固有非本质属性) 、“依”( 偶有性) ，是关于客

体及其概念分类的 5 条标准; 第二部分讲“十伦论”，为

“自立体”( 实体) 、“几何”( 数量) 、“何似”( 性质) 、“互

视”( 关系) 、“施作”( 主动) 、“承受”( 被动) 、“何居”( 方

位) 、“暂久”( 时间) 、“伴势”( 姿势) 、“得有”( 情况) ，是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 10 大范畴。按照亚里士多德形式

逻辑学的体系，后 3 部分应讲概念、判断和推理 ( 包括三

段论) ，可惜中文译本未能传世。《名理探》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专著。这部大学讲义的译介不

仅使当时中国学界了解到西方大学开设逻辑学课程等有

关情况，而且向中国人展示出一个新的逻辑思想体系。
但是，《名理探》绝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全部，是对其逻

辑阐释的再阐释。
任何文化传播都必然是传播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

行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不例外。利玛窦

阻止徐光启进一步翻译《几何原本》，是因为他认为就传

教目的而言，6 卷已经足够。在大多数传教士看来，包括

逻辑学在内的非宗教知识的传播和基督教传播在时间上

具有一定的共存性，传播世俗知识只是一种传教手段而

非自觉行为，对世俗知识的传播从属于其宗教目的，逻辑

学仅仅被当成西学之一种而加以介绍，逻辑的基础性、工
具性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

在清朝末年的第二次 Logic 东渐的大潮中，传教士虽

已不是西学传播的主体，但仍以西方的强势话语权与中

国一些被皈依的基督教徒一起左右着中国对 Logic 的吸

收。由清朝总揽税务司大权的赫德( Ｒobert Hart) 组织，总

税务司司译，传教士艾约瑟 ( Edkins Joseph) 执笔，翻译出

一套内容广泛的启蒙读物:《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中，第

十三种《辨 学 启 蒙》的 蓝 本 是 英 国 逻 辑 学 家 耶 芳 斯 的

Primer of Logic，直译为《逻辑初级读本》或《逻辑入门》。
该书 1876 年在伦敦出版，是耶芳斯晚年的著作，以理论浅

显、叙述通俗著称，谈到了西方传统逻辑中最主要的问

题。但艾约瑟所译全书内容，演绎与归纳两部分与传统

逻辑内容相比均不全，逻辑规律只字未提。书中有不少

地方进行了举例改写和公元纪年的更换，有利于受传者

能够根据自己相对熟悉的时空文化中的文化特征去比

较、认识有关外来的新信息，在封闭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开

启阶段具有时代价值。但是，特定的文化素养促成艾约

瑟在译介逻辑学上的明显特征。
这一时期，与《辨学启蒙》相仿的另一本逻辑译著叫

《名理学》，译者李杕曾是天主教在中国南方的最高学

府———震旦学院院长。《名理学》是他在该学院讲授哲学

时所翻译的《哲学提纲》的第一部分。虽然基本上包括西

方传统逻辑中最主要的内容，但远远说不上全面、系统。
学界通常认为李杕译本因沿袭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

固守其烦琐、神秘的内容，令人不忍卒读，但该译本在主

要的逻辑术语之后都附有拉丁文原文，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读者理解译作者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
逻辑输入中国的直接导引是西方宗教的东方推移，

逻辑的传播是以宗教的科学容量为限制的。逻辑学著作

的翻译是以宗教拓殖为前提，以扩大和加强基督教在华

影响为根本宗旨。以传教士和教徒为主的翻译主体对逻

辑学著作的翻译虽然是作为翻译实践主体的译者的主观

自觉选择，但他们对待译文和术语的选择更多地受主流

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操纵。从整体上看，在中西方学者合

作翻译逻辑学著作的实践中，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说持主

动态度，但在翻译活动中由于语言障碍，实际上是西方的

传教士操纵着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

3 开明知识分子与 Logic 在中国: 格义旧学
在西方逻辑的早期传播阶段，虽然传教士是主要的

传播者，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逻

辑学知识的介绍，严复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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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是率先放眼看世界的中

国知识分子，但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多与西方传教士

合作进而使自己的翻译选择常湮没在西方强势话语中。
因此，本文所论 Logic 东渐中作为独立主体的开明知识分

子主要是指清末民初以严复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
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

势，20 世纪初达于极盛。熊月之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分

为 4 个阶段②，并对这 4 个阶段的译者主体进行细致划

分。他说，西学东渐中，“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

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 第三

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 第四阶段，中国

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

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

位”( 熊月之 1994: 14 － 15) 。在近代，开放变革意识和翻

译西学意识几乎同步产生，超越“师夷长技”的翻译家将

目光投注在人文学科上，旨在启蒙的目的及效果渐益明

显。应当说，顺应时代进步的历史要求而唤起政治上的

觉悟，成为启蒙的题中应有之旨。清末民初出于政治需

求而兴起的翻译热，实际上是一种出于文化需求的“功

利”的翻译实践。
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开明人士意识到，对西方学术

著作的翻译在总体上可以促使闭塞甚久的国人了解世

界、了解新知，明白科学和民主的世界意义，明白启蒙和

革命的拯救意义。同时，也实实在在地解决燃眉之急，即

救亡图存。当时的译著较少有译者个人主体的喜好，旨

在展示给国人一条又一条的强国富民之路。出于“强国

保种”的翻译，既功在当时，又功在其后，对于催动和影响

中国近代化、奠基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主题都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严复借助翻译和相应的文化阐释，在近代文化史上

赢得崇高的地位。他有着相当深厚的中学和西学修养，

并在较长时间中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西方名著的工作

中。严复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翻译逻辑学著作、宣传逻辑学的价值和他的示范作用等

几个方面。有深厚国学功底、本是被派出学习西方军事

的严复，有着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

强之境的抱负。他以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为己任，肩

负起传播西学的任务，把逻辑学作为翻译的重要内容，积

极宣扬逻辑学的价值，唤醒国民的逻辑学意识。严复觉

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并在《救亡决论》
里说逻辑学“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

习之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诫者不能妄。是故一理来前，

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 胡伟希 1994: 39) 。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严复开始思想启蒙工

作，企冀以西方文化革新传统文化，进而推动中国人文精

神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将逻辑学看成图谋民族发展的“命

脉”。严复不仅发表系列政论性文章宣扬西方逻辑思想，

同时也在其影响深远的《天演论》译者序言中肯定逻辑学

的价值，把逻辑学提高到解除当时民族灾难之方策的高

度。这其实是严复在深入比较中西学术文化差异之后而

获得的一种真知灼见，折射出严复作为“思想家”( 孙中山

语) 、“启蒙者”( 胡适语) 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

进人物( 毛泽东语) 的思想穿透力。
当然，在清末民初中国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大潮中

并非只有严复一人，与他同时代和在他之后不久的学者

如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等人也对西方逻辑学的引入做

出巨大贡献。但他们介入逻辑思想翻译实践的情形较为

复杂。严复直接从西语翻译 John Mill 的《逻辑系统、推理

与演译》( A System of Logic，Ｒ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一

书。对于 Logic 一词的传达，严复本着极为严谨的态度，

主张“言必有故”。《穆勒名学》中指出，“按逻辑此翻名

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

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

论、为学……精 而 微 之，则 吾 生 最 贵 之 一 物 亦 名 逻 各

斯……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

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

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

副。必求其近，始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

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
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偏也”( 严复 1981: 2 ) 。对严复

来说，“名学之名，从 Logos 字祖义着想”，以求“其深阔与

原名相副”( 郭桥 2006: 40) 。

4 留日学生与 Logic 在中国: 侨词来归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居然被自己所瞧不起的东

洋人打败，这对中国人的震撼很大。梁启超说，自此中国

人真正地觉醒起来，感觉到危机，忧患意识被唤起，觉得

中国要改弦更张。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学西方的一个捷径

就是通过日本引进西学，因为他们学习西方较有成效。
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

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于是，在清末民初出现通

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热潮。与此相应，在翻译界出现

通过日文转译西文著作的热潮，遂形成西学从东方来的

特异的文化传播奇观。热衷于维新变革的仁人志士，也

特别注意利用中日文化的亲缘之便，通过日本这个窗口

源源不断地译介西方思想。他们所译介的并非是真正意

义上的西方学术，而是含蓄着日本观念的西方文化精神。
日本因此成为中国清末民初翻译的重要中转站。所谓

“中转”，就是不直接面对初版原文。这其中除了译者语

言能力限制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但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等精英人士的翻译取向也极大

地影响了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使得中国出现从东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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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西籍的独特现象。
20 世纪初，西方逻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主体构成发

生很大变化。除严复、传教士以及教徒之外，又增加一些

其他学人，如留日学生。留日学生形成传播主体中的主

导力量，他们在语言和内容方面借鉴日本学术界的相关

成果，为传播西方逻辑注入大量新鲜血液。中国从 1896
年开始，到 1905、1906 年达到高峰，派几万学生留学日本，

去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和西方文化，把日本作为西方文

化的一个“走廊”。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对日本人的西方学

术译语常常只是原样照搬，从而导致大量日语“外来语”
进入中国，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

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梁启超把民主、科
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和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

中国读者。这其实意味着，日制“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

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是: 东西方文

化交汇之初，日本是经由中国看世界的。在日本锁国的

时代，西方文化的移植有直接移植和经由汉籍间接移植

这两条通路。西学汉籍是日本引进西方学术的一条重要

途径，成为日本学界吸纳西学的中转站，是许多学者们进

行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参照系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言

障碍，减少了不懂西语所带来的困难。江户中期学艺兴

隆，大量汉译西学书籍流入日本。在当时的日本，大多数

人除翻译以外还不能阅读西书，通过汉籍引进和移植西

方学术比较容易，西学汉籍成为日本了解西方的一个重

要窗口。日本开国之前的几年中，日本人的许多海外知

识是通过从上海、香港和澳门等地输入长崎的汉译洋书

获得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掌握成

为日本学者了解域外状况的重要途径。中国书籍的输入

对于日本文化影响尤大。在引进西方文化的早期，许多

日本学者在翻译和著述中都参照汉籍，然后再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日本的诸多译作中“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

译西洋诸国地名”( 中杉田玄白 2001: 28 ) 。此处，汉人确

切指在华传教士，不论用词还是释义，均先参照汉说或汉

语，西学书籍的大量传入扩大日本学者的学术视野，拓宽

研究领域，有助于消化和创新。即使一些普通的学者也

能够根据自己的学养和爱好深入学习，使一些学科走上

独立发展的道路。
大批留学生加入翻译行列以后，这批新译者群的出

现使中国翻译史上的主译者发生转换。新译者不仅具有

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而且往往在某一方面具有很深的

专业造诣。他们既是翻译家，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胡

适在《非留学篇》中说，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的时代，留

学者是“过渡之舟楫也”。他清醒地意识到“为神州造一

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身处新

旧文明交替、过渡的时代，留学生肩负着“再造文明”历史

使命。胡适曾在日记中把留学生和传教士的作用进行过

类比，他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

归国留学生一样，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

神，而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

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

运动所绝对必需的。
中国的留日学生出于极强的历史责任感，积极向日

本学习革新和救国保种之道，学习日本人引进西学的经

验。同时，也由于日本文字与中国语言有先天的亲缘关

系，留学生在通过日译书籍汲取西方逻辑学思想的同时，

不仅借鉴日本的语言，也借鉴日本的内容。就语言来讲，

我们上文分析了日本在“锁国时代”通过汉籍西书了解世

界的情况，这种借鉴在开国之际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借

鉴。但留日学生出于迫切的愿望，对日制术语的吸收可

以说是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实际上，留学生从日本西学

中吸收的许多术语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逻辑”一词

就是日本人从中国直接引入、未加改造的标准汉语译音

词，但这个词却是经由留学生从日本引入后才在本土广

为流传起来的。
以王国维、胡茂如和林可培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继

严复等开明知识分子之后，把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掀

开新的一页。中国的留日学生不仅大量翻译经由日文转

译而来的西方逻辑学著作，还积极翻译日本逻辑学学者

的著作。日本人十时弥和大西祝的逻辑学著作《论理学

纲要》和《论理学》被田吴炤和胡茂如介绍到中国。他们

在书中严格依从日文。田吴炤曾说，“是类书( 指逻辑学

书———引注) 多有未经见之子面，乃专门学说本来之术

语。日本学者由西书译出，益几经研求而得，今初译读仅

能略窥门径，故不敢妄行更易”( 十时弥 1960: 2) 。因此，

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一种日制术语、名词充斥的局面。
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由于日本在吸收西

方政治和思想方面早于中国，而以日语译出的新名词又

多借用古汉语语汇，因此日语借词成为这一时期增添新

语汇的重要手段。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就

强调过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
甲午战败后，中国意识到学习西方的捷径就是通过

日本引进西学，因为他们学习西方较有成效。张之洞《游

学篇》指出，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一是地近，就是相

距很近，再就是文字也相近。所以，中国大量派送学生留

学日本，去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和西方文化。日本成为

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走廊”，中国引进的西学在根

本意义上是日本人理解和消化过的西学。留日学生是清

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派出去的文化使者，他们从事的翻译

活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对他们而言，翻

译活动与其说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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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文化实践。

5 文化学者与 Logic 在中国: 意涵呈现
寻求国家独立富强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主

题。这一价值观不仅与西方近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同时又与传统文化的裂痕有难以斩断的关联，因而可以

体现出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20 世纪文化学者从多

元角度展开对 Logic 的翻译，使其全部意涵逐渐呈现，合

力构成“逻辑”在中国的近代形象。本文以 20 世纪较为

权威的汉英 /英汉词典中对 Logic 这一西方语词在中国的

接受情况来描述“逻辑”在中国的接受图景。
表1 20 世纪主要汉英 /英汉词典对 Logic 的释义

词典 辩学 /辨学 论理( 学) 逻辑( 学) 名学 备注

英华大辞典( 小字本 /上海 /
商务 印 书 馆 /颜 惠 庆 主 编 /
民 14)

辩学 论理学 名学

是非 学; 推 理

之 学; 理，道

理，理由，论理

新式英 华 双 解 词 典 ( 上 海 /
中华书局 /张谔，沈彬主编 /
民 17 年 11 版)

论理学 名学
名学 论; 是 非

论; 理论; 推演

最新 增 订 汉 英 大 辞 典 ( 上

海 /新中国印书 馆 / 张 鹏 云

编 / 民 23 年 12 版)

论理 名学

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

( 增 订 本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张世鎏等编 / 1936)

论理学 逻辑
论理 学 论 文;

逻辑论; 推理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Presbyteri-
an Mission Press /Ｒ． H．
Mathews / 1931 年首版，1944
年第二次印刷)

dialec-
tics

论 理

学，

Logic
as a
science

逻辑 transl． 名学

综合英 汉 大 辞 典 ( 上 海 /商
务印书馆 /黄士 复，江 铁 主

编 /民 17 初版，民 34 年合订

本赣第一版)

论理学 名学 论法，推理法

中华汉 英 大 辞 典 ( 上 海 /中
华书局 /陆 费 执，严 独 鹤 主

编 /民 29 年 7 版)

论理学 名学

词典 辩学 /辨学 论理( 学) 逻辑( 学) 名学 备注

最新详解英华大辞典( 郑易

里，曹成修主编 /1950 年)

论 理

学; 论

理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林语

堂编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 /美国 McGraw-Hill 图书

公司发行 /1972 年版)

论理学 逻辑

研究社 新 英 和 活 用 大 辞 典

( 日本 东 京 研 究 社 /胜 俣 铨

吉郎 编 /1958 年 2 版，1982
年第二十六次印刷)

论 理

学; 论

理，论

法

在笔者检索到的较早的 10 本英汉( 英华) 词典中，从

最早的《英华大辞典》( 民国 14 年，即 1925 年) 到第二十

六次印刷的《研究社新英和活用大辞典》( 1982 年版) ，英

语的 Logic 无一例外地译成“论理学”。表1 显示，1950 年

前后，Logic 的意译开始摆脱“辩学”和“名学”等比附性或

释义性的附加阐释，Logic 在中国的接受开始走出从本土

文化寻求“格义”参照的阶段。
20 世纪初，严复成功地将 Logic 译为“逻辑”，但当时

这一译法在国内并未流行起来，而是在大批留学生东渡

日本，接触日文西方逻辑学著作后被当成日制汉字术语

再度引入后才广为流传。笔者参考的 10 本词典中，“逻

辑”译法首次出现在《马修的汉英词典》( Mathew's Chi-
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中，但该词典以及后来的词典在

采用“逻辑”译法的同时也都采用“论理学”对 Logic 进行

意译。可见，被译为“逻辑”的 Logic 在词典中并不具备独

立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一术语并没有被赋予自明性。总

体看来，在中西方文化、语言接触的过程中，中国对于西

方逻辑术语的翻译已经逐渐走出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寻求

比附的初期交往阶段，对他者文化中的他异性的关注呈

上升态势。在 Logic 汉译过程中，许多词汇选择作为翻译

的语义复合体，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字的变化，而且在于更

重要的观念变化。

6 结束语
逻辑学在东传的过程中不断地附加着理解和接受的

成分，对逻辑学的认知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本土意识的映

衬下完成的。普遍存在的比较心态和对比方式不断地重

塑着逻辑学的身份，考量着逻辑学的意味，使整个移植过

程充斥解构和重构的拉锯战，最终消减掉纯化的可能性。
逻辑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出特有的欧洲形态的传播和扩

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非

西方传统企盼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所以，中国有

没有欧洲形态的逻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接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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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怎样塑造“逻辑学”以及建构程序上所附载着的厚重的

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

注释

①1857 年，《几何原本》的后 9 卷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

( Alexander Wylie，1815 － 1887) 和李善兰( 1811 － 1882)

共同译出。此时，离利玛窦和徐光启译出《几何原本》
的前 6 卷已经整整 250 年。

②关于西学东渐，目前学界的划分并不一致。熊先生的

划分主要是根据译者构成成分的变化，郭桥博士在《逻

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中出

于论述的需要，将明末中国的逻辑学引进看成中国系

统引入逻辑学的历史和学术背景。本文作者基于对明

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中国译介逻辑学著作的规

模和速度的对比分析，将 Logic 东渐分为两个主要的历

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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